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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支持到限制

———论国民党对非基督教运动政策的转变(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陈海军∗

本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认为国民党在反帝的时代背景下,深深地卷入了非基督教运动,支
持和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逐渐放

弃了其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支持立场,转而改为限制和约束.

本文以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和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
的关系为考察对象. 学术界目前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研

究得比较少,有关的论著限于简单讨论国民党个别领袖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
从党的层面讨论其与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系统研究,付之阙如. 已有的一些研

究,仅仅是论断性的简略叙述,且由于史料工作做得不足,观点讹误甚多.

１９２４年以后重新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不仅与上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民众(包

括一些精英分子在内)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化身的模糊认识存在密切联系,与
中国国民党在１９２４年以后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纲

领,以及开始重视民众力量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国民党的这些变化,不仅事实

上为非基运动的重新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亦为其自身最终确立支持和

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政策提供了可能.
在非基运动的第一阶段 (１９２２．３~１９２４．３),国民党人就已经参与其中.

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于３月２１
日发表了由李石曾、萧子升、李大钊、缪伯英等７９位师生签名的通电. ３月２４
日以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亦接踵而至,加入注册. 此外,“名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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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回而实已加入者,有汪精卫、胡汉民、张浦泉、陈独秀及北大各校职教员数十

人”①. 在这些非宗教运动(实际为非基督教运动)的早期参加者中,我们也许会

很惊讶地发现著名国民党人的身影: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

１９２４年４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

潮. １９２４年７月中旬以后,中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日渐高涨,非基

督教运动在此时再度兴起,显然是受到了反帝大同盟运动的影响. １９２４年８月

１３日,上海１００余名反教人士举行会议,宣布重建“非基督教同盟”. 会议的发

起人是柯柏年和吴稚晖,与会者推柯柏年、高尔柏、唐公霰、张秋人、徐恒耀为同

盟执行委员. 除了执行委员之外,同盟中比较活跃的有廖仲恺、汪精卫、师复、邹
鲁、杨贤江等. 会议通过了由廖仲恺、吴稚晖等人草拟的同盟简章,并制订了一

个具体的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的计划. 在这里,我们再度看到一些重要的国民

党领袖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他们是吴稚晖、廖仲恺、汪精卫,而非基同盟的执行

委员高尔柏、徐恒耀也是国民党员.
在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人活跃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前沿. １９２６年９月,广

州反文化侵略总同盟筹备在９月２５、２６日两天在广州市各校举行反文化侵略演

讲,其名单列举的主讲者为何香凝、恽代英、于树德、邓颖超、陈其□、周德来、黎

樾庭、甘乃光、曾济宽、丁维汾、崔熹、莫沧白、郭寿华、陈兆煌、潘考鉴、王克欧、李
振、黎兆葵、吴□民、区梦觉.②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的国民党政治领

袖,如何香凝、黎樾庭、甘乃光、丁维汾.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广州各界反抗帝国

主义文化侵略运动周筹备会决议“于耶稣诞日前后作大规模之反抗文化侵略运

动”,“廿五日晚七时并举行游艺演讲大会􀆺􀆺演讲者:中山大学礼堂戴季陶、许

崇清、甘乃光、周恩来,河南戏院韩麟符、任卓直、黎兆葵、陈家蔼,西关宝□戏院

施存统、黎樾庭、余鸣鸾、郭寿华”.③ 其中著名的国民党领袖有戴季陶、许崇清、
甘乃光、黎樾庭.

而«教务杂志»在１９２５年４月也指出,国民党人积极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
“(国民党的)许多领袖,如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吴稚晖、张继、戴季陶

和陈独秀,都纷纷表态,或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强烈地反对基督教. 他们在学

生中都有很强的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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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参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这一时期国

民党内部对待非基运动的认识,确实也存在重大分歧. 以廖仲恺、吴稚晖、汪精

卫、蔡元培为代表的反教领袖主张反对基督教. 以孙中山、徐谦、孙科为代表的

一派对非基督教运动持反对态度或有保留意见. 由此,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一

阶段,对于这一运动,国民党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党的立场,处于超然旁观的位置.
而到了１９２６年１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却通过大会宣言以

及两个重要决议案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谴责,反基督教最终获得承认,成为党的

立场.
问题在于,这种分歧是如何最终被消弭,而反教是怎样最终在１９２６年成为

国民党的党的立场的? 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广东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的形势. 没有

一个政策能够脱离它的时代,国民党的非基督教政策也是如此,它是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年全国尤其是广东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增长的革命氛围与反基督教

近代以来的广东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 由于得风气之先,
整个广东地区思想开通,革命力量也相对比较壮大.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和华南

最大的城市,革命形势尤为活跃,辛亥以来没有一个军阀能够在广州建立起稳固

的统治. １９２３年２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
年的广东形势,用“风雷激荡”来形容并不为过. １９２４年以后,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对外联合苏俄,对内与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扶助农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广

州和广东全省革命形势的发展.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稳

定了广东地区的革命秩序,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１９２５年尤其是１９２５年下半年开始,广东不断发生重大事件,革命形势剧

烈发展,革命气氛迅速高涨.

１９２５年２月起,黄埔军校学生军奉命对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至３月２４
日,东征军已克五华、兴宁、梅县等地,予陈炯明部队以彻底打击,极大地振奋了

人心. ６月６日,东征军奉命回师讨伐叛乱的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 ６月１３
日,刘杨叛乱被迅速平定.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政权更加

巩固,为改组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对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来说

都是重大损失,但是,为悼念孙中山所举行的纪念活动却进一步强化了广州的革

命气氛.

５月３０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迅速引发反对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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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暴行的强大抗议运动———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以后,迅速波

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

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邓中夏指出:“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

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①五卅运动对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太雷１９２６年５月指出:“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五

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 广东省的统一,正在省港罢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持中.
在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惊慌失措的时候,南方革命基础于是建立而健强. 广东

革命基础是五卅运动的产儿.”②

６月２日,广州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同胞. ６
月１９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１０多万工人和部分学生、商人举行援助上海同

胞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罢课和罢市,并陆续返省坚持斗争. ６月２１日,广

州沙面租界的工人以及英日美洋行的职工和各行业工人举行反帝罢工. 省港大

罢工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 ６月２３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军

人、学生共１０万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的时候,英法军队从

沙面租界开枪扫射,军舰也发炮轰击. 当场打死５２人,重伤１７０余人,轻伤无

数,造成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激起了广东更大的反帝怒潮. ６月２９日,香港工

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工人数达到２５万,省港大罢工坚持达到１５个月之

久. 邓中夏指出:“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

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③中

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亦指出:“省港罢工坚持十五个月之久,其最大功绩是帮助革

命政府肃清反革命派,截断香港牵制广东的影响及对反革命的接济,如此,使革

命基础强固起来,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建立了一个大本营.”④

在强烈的反帝浪潮中,广州国民政府亦正式成立. ６月１５日,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７月１日,广州国

民政府正式成立. ８月２６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

“国民革命军”. 国民政府的成立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广东地区的政治、军
事、经济逐步得到了统一.

８月２０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 在追查廖案的过程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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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势力受到打击,国民党呈现全面左倾化,这进一步强化了广州的革命气氛. ９
月２８日到１１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收复东江地区,全歼陈炯明部队.
在东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又对控制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进行南征. 到次年

２月克复海南岛,至此,革命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

１９２５年尤其是这一年的下半年,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革命形势剧烈发

展,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一步步增强和催化了广东的革命气氛. 刘少奇曾经描绘

过五卅期间上海强烈的反帝气氛:“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

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

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①而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的广州并无多

少不同,据国民革命亲历者回忆:“在充满革命气氛中的广州,随处可闻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口号声,到处可见各种介绍革

命理论的刊物.”②强烈的革命氛围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置身其中的领袖、
民众非常狂热、冲动,很容易作出和平时期不轻易作出的决定. 这就使我们能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党内存在分歧的情况,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非基运动能够

得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许和支持,从而使反基督教成为其党的立

场,而不再只是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开始时期的党员或小团体对运动的支持.
除了广东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逐步强化的反帝革命气氛赋予非基运动以合法性

以外,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亦对非基运动直接起到促进作用. 五卅运动以反帝国

主义为号召,通过运动自身强大的影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恽代英指

出:“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

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 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
大多数人都知道了.”③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直接深入到

偏僻乡镇,扩散到每个社会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和拥护. 五卅反帝运动

在自身获得巨大支持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具有相同宗旨的非基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３日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

告全国青年»,即指出:“我们要知道,上海、汉口市民的举动和被惨杀的事实,是

帝国主义历年压迫中国国民所激起的反抗爆发之表现. 外人说我们为排外,我

们确是要排外. 但是我们要排斥的外国人是专以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欺骗

中国人民和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各省区乡镇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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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无不受尽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 他们还要用伪善的基督教义,
来达到思想上奴隶中国青年界的目的. 这种文化侵略的阴谋,最近一年以来表

现得尤为明显”.① 这表明,五卅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许多

以外,还有一个是强化了非基运动的合法性,直接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发展.
在反帝运动持续高涨的影响下,广东的非基运动迅速发展. ６月２日,广州

民众举行声援上海同胞的示威游行,“就有培正、圣心教会学校的学生激于对帝

国主义屠杀上海同胞的义愤,冲破教会学校的牢笼,毅然参加巡行”②. ６月２３
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军人及学生再次举行规模巨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有更多

的教会学校学生列队参加,培正、培英、圣心等校的队伍更为整肃,连平日绝少参

加社会政治活动的岭南大学,也有学生参加”. 由此足见五卅运动催生的民族主

义情绪的巨大影响. ６月２５日,由美国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资助并接办的广东

公医医科大学学生举行请愿活动,要求政府收回公医. 当日,广东革命政府宣布

收回公医. 收回公医系收回教育权的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广州各教会学校

学生的斗志”③. 此后广州南关中德学校学生宣告全体退学,圣三一学生再度掀

起罢课退学运动,坚持一月有余,使学校被迫于９月开学时停办. 东山三育学校

反对以圣经为科目而发生风潮,圣心学生８００余人组织外交后援会,同时办理退

学事宜. 岭南大学也出现风潮,甚至基督教青年会也举行各种公开的救国演讲.
广州著名的基督徒李应林为沙基惨案专门编纂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事件的经过,
谴责帝国主义“这次惨杀的无公理和无人道”. 到年底圣诞节前后,广州的非基

运动再度掀起风暴. １２月１８日,广东反基督教总同盟在广东大学礼堂成立.
决定于２５日举行大游行. １２月２５日,广东反基督教总同盟发起组织全市性大

规模反基督教宣传活动,张贴、分发标语、传单２万多份. １２月２５~２７日,汪精

卫、陈公博与袁振英接受邀请在广东大学礼堂发表反基督教演讲,现场听众甚至

连站立都很拥挤.④

这些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集中发生在五卅及沙基惨案之后民族主义情

①

②

③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１卷,１８５~１８６页.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４８)»,第

１０７页.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４８)»,第

１０９页.
参见陈家文、黄 穗 生:«大 革 命 时 期 广 州 学 生 反 基 督 教 和 收 回 教 育 权 运 动», «广 东 文 史 资 料

(４８)»,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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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高涨的１９２５年下半年;第二是事件频发,高于１９２４年份的发生频次①;第三

是规模大,基督教徒、教会学生参与程度高. 三个特点充分体现了持续高涨的反

帝运动对非基运动的促进作用. 而非基运动的持续深入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

增强了广东的革命氛围,加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和支持非基运动的

可能.
而原来在非基运动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民党这时亦开始公开予基督教以

谴责.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对五卅事件宣言,指出:“五月

三十日之惨剧,英捕房以对待盗匪敌军之枪弹,对待我争自由保主权、无抵抗之

学生工人与市民,其残酷蛮横,视庚子年之拳匪行动尤甚. 乃犹强以排外赤化名

词污辱华人,淆惑世界观听,其言行应为崇奉耶教爱自由独立之撒克逊人所羞

为.”②７月１１日,胡汉民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身份发表«为要求各国人民主持正

义赞助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发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谈到:“在这同一租借地

上,又把那从无人道的剥削我国人民来的金钱用之于所谓教育中国青年之事业,
实则是使中国青年受恶化而堕落. 因此他们可用之以进行他们剥削我国之可恨

的计划,不管他们把这种教育说得怎样人道主义,其结果则极明白,即我国的一

部分人民堕落为压迫的工具.”③７月１４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宣言,宣布对

英法实行经济抵制,其内容为:“１．不买英法货;２不收英法纸币􀆺􀆺８．不入英法

人之医院、学校、教堂,不任英法学校教师和医院医生;９．不与英法人交谈通

讯.”④在这里,国民党已经逐渐明确了反对基督教的立场. 而随着广东革命形

势的迅速发展,反基督教将最终获得国民党的正式承认.

二、国民党反基督教政策的正式确立

本文认为,将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党的纲领的国民党对于以反帝为基本内涵

的非基运动必将出于意识形态的接近性而予运动以支持,并且国民党对于民众

运动的认识亦增强了这种趋势. 但是鉴于反基督教与“信教自由”此类国民党所

一直信奉的自由民主信条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党内的分歧,这种趋势要

转化为国民党正式的立场还需要有适当的助推力量. 那就是１９２５年下半年广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２４年广州发生的比较重要的非基运动是４月发生的圣三一学潮、５月发生的圣心学潮和年底

发生的非基督教周运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２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２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５６０页.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第８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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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全国剧烈发展的革命形势.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是国民党反基督教的立场逐步确立的两年. 这一阶段中,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地方党部、国民党员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非基运动给

予支持. 这种地方的、部门的和个人的立场最终在１９２６年初上升为党的立场.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曾经有几个团体“提出收回教育权的议

案”,成立了广州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声明主张教会学校不得强迫读圣

经和参加宗教集会.① 这表明在１９２４年初基督教问题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９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其间

涉及对基督教的立场:“各村中之农民协会,为基本组织􀆺􀆺如农民入会时,有左

列条款之一者,皆得拒绝其为会员􀆺􀆺三、为宗教宣教师者如神甫、牧师、僧道、
尼姑等类. 四、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②宣言系国民党农民部起草,经国民党

中执会第３８次会议决议修正通过,并呈请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表. 同年９月

７日,国民党发表的«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提到:“除了以上两般之外,还有宗教

的侵略. 他们用政治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

国人的精神. 一般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与词讼,欺压吃

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这也是义和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

因啊!”③第一个宣言立场显然还很模糊,涉及的问题也很边缘化,«九七国耻纪

念宣言»对基督教的谴责也还只是限于历史范畴,都不能够算作正式确立反基督

教政策. 从这个时候起到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之前,甚至像这样的谴责都难以找

到,更毋庸言正式的文件,最可能的解释是国民党这个时期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正

式支持非基运动.

１９２５年下半年,五卅运动所带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革命气氛充斥全

国,中国民众群情激愤,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在一泻千里的革命形势催化之下,

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在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５年五卅之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基运动政

策终于确立.

１９２６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占据优

势,呈现全面左倾化情况下举行的. 不仅“革命”“反帝”成为强势话语,甚至连

“左倾”都成了令人钦慕的桂冠. 右翼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打击,包括

①

②

③

参见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广东文史资料(４５)»,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版,第２８５页.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５１５~５１８页.
«九七国耻纪念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５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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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蒋介石都以左派领袖自居或被视为左派领袖,包括徐谦在内的许多国民

党人积极认同反帝话语,支持以反帝为内涵的非基运动. 这成为这次大会能够

正式确认反基督教政策的直接原因.①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０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表的宣言

指出:“帝国主义者以极少数之本国人民,而能驾驭大多数之殖民地人民,其工具

有三:􀆺􀆺三、强有力的宣传机关,若千百种之新闻杂志,若千百所之学校,若教

会及戴面具的慈善事业,若无数受熏陶于统治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之官吏,皆足以

为帝国主义之喉舌与爪牙.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奴隶,不特有摧残的能力,
而且有麻醉的作用. 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不特能幂蔽其罪恶,且能使人相与歌

功颂德之不暇.”②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６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

案»指出:“大会审查过去两年间之青年运动虽有相当成绩,然亦不少缺点􀆺􀆺
(五)关于青年宣传刊物绝少,教育方面亦没有顾及,致狭隘的国家主义、麻醉的

基督教及封建时代的各种言论把持教育界,浸入到一般平民脑海中,而没有指正

的工具.”决议指出:“各地党部应有专门青年宣传刊物,在此类刊物中特别注意

反动思想的驳斥及革命的文化之建设. 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

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离.
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③

同日通过的«关于党报决议案»明确指出党报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

传:“中国报纸书籍中遇有传播帝国主义的文明,宣扬他们对中国的口头亲善时,
本党党报都得加以抨击,不可轻轻放过机会. 本党党报不只要指出帝国主义者

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更应指出文化的侵略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思想,分裂知识

分子的队伍,麻醉一般革命民众的心理. 本党党报应特别防止这种危险.”这里

的文化侵略,正是就基督教而言的. 决议案并且指出了针对文化侵略,党报应该

宣传的口号:“关于此点,党报应当宣传以下的口号:􀆺􀆺(五)帝国主义者耗费千

百万元来克服我们的思想,我们应当很奋勇的战胜他们的诡计. (六)帝国主义

者耗费千百万来传播耶稣教,这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厉害的

工具.”④

①

②

③

④

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陆和台湾的评价各有不同,可以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政

治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４４~７４６页.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９~

１００页.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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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二大宣言以及«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关于党报决议案»涉及基督教

问题的表态是国民党国民革命期间在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事业问题上的最重要

理论阐述,而从国民革命出发来反对基督教的党的立场亦借此得以最终确立.
这一立场的基本内涵在此后的北伐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２６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
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 会议宣言指出:“当本党主义在未

实现以前,本党应当继续指出人民的痛苦,并于其政权所在地力图实行其政纲.
那末,现在中国人民所受压迫与痛苦情形又如何呢?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缔结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压迫中国四万万人民,帝国主义者仍旧占据了中国的各通

商口岸,以租界为握扼中国咽喉之用,外国银行仍旧操纵中国的金融,帝国主义

的学校及报纸仍在中国为帝国主义宣传,以恶化中国的人民,帝国主义的军队与

炮舰仍在中国土地与江河内驻扎及行驶,并不断的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仍旧

掌握我国的海关. 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军事上的特

权,仍旧是丝毫未动地存在着.”①关于基督教,会议通过的«本党最近政纲决议

案»指出:“一切教会及外人私立学校,须经教育行政机关立案.”②

三、国民党没有在非基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

国民党没有在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 关于这一点,杨天宏

认为,国民党由于没有“战斗的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它作为一个

独立政党支配非基督教运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微弱的. 杨天宏并且指出:“更为重

要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中许多领袖人物本身就信奉甚至皈依了基督

教,耶稣的精神曾经是孙中山革命事业重要的思想泉源. 因此,很难想像国民党

在一场纯粹的反教斗争中会发挥多少作用.”③赵秀丽则认为:“中国国民党内部

分歧的存在以及阶级立场的局限,使其不可能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者. 相

反,也正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失败.”④

国民党究竟是不是由于没有“战斗的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能领

导非基运动,是值得讨论的. 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固然可以使得

党从无神论的角度确立反宗教(含基督教)的立场,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

①

②

③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２７１页.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２８４页.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２９４页.
赵秀丽:«早期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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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同样亦可以使国民党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在本文的论述

中已经反复表明,毋庸赘述. 国民党之没有在非基运动中充当领导者,有主观上

和客观上的其他原因.
主观上讲,国民党对积极渲染和强力推进非基运动的影响有所顾忌. 民国

宪法中明确载有“信教自由”的原则,国民党一向又以护法者自居,自然对于公开

强力反对基督教有所顾虑———即使向民众解释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立场上反对基

督教也是很不容易说清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它采取了从旁鼓励、支持、
引导的态度(详细情况另文论述),支持以民众组织面目出现的非基督教同盟 /反
文化侵略同盟出面反教,支持国民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党反教,支持具体行政部

门、地方党部、地方政府及军队反教,而较少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名义出面

反教. 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给不少研究者造成国民党没有介入非基运动,
只是有党员或者小团体参与运动的假象.

其次,国民党缺乏组织民众运动的经验,客观上也使得它在运动中无法发挥

领导作用. 而共产党由于历来重视民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加之共产党

亦有控制非基运动的意愿,所以共产党最终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与操纵者,而国民

党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限制,则承担了协助、支持、鼓励的角色. 中共早期领导

人恽代英在其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史»中指出,与共产党相比,国

民党并不擅长组织民众运动. 恽说: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
工会方面亦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 “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

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
不能动人听闻.”①这虽然是就五卅运动而言,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还是具有普

遍意义的.

四、国民党的立场与非基运动的重新定位

本文认为,不仅一般民众,包括作为精英分子的不少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
对于帝国主义、基督教都存在模糊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西方国家、基督教、帝国

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他们眼中的基督教即等于帝国主义. 即少数能

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清晰区分的精英分子,亦不能在具体付诸民众行动时做到

避免连带打击正常宗教信仰的波及效应. 这种对基督教、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

使得护教者拒绝支持非基运动成为当然的反应. 实际上,国民党内拒绝支持非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１卷,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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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模糊的认识与波

及效应并不是贯穿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始终的,只是存在于这一阶段的前期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发展过程中,非基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对于第一阶段来说

重新定位的问题.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的非基运动虽然不乏对基督教充当资本主义

侵略工具的指责,但主要是将矛头集中于基督教的信仰层面,谴责基督教是落后

的、愚昧的,与科学对立的,麻醉中国人民的. 对于基督教的教义讨论比较多,言
论中充斥了对基督教信仰、基督徒和教会的攻击. 认为需要将作为一个宗教的

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彻底取消. 很显然,这些对于基督教的谴责与攻击是基

督教会和基督徒不能接受的,这种对非基运动的印象必然会带入到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重新兴起的非基运动中去.

１９２４年重新兴起的非基运动,肇端于圣三一学校学生反对校方的压迫,深

受国民革命洪流影响的教会学生喊出的口号是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 但

是运动在其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仍然继续像在第一阶段那样谴责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将基督教等同于帝国主义,将其彻底打倒. 这是与国民革命的目标不相符

合的,不利于争取最广大的民众支持国民革命与革命政府,反而容易制造革命的

对立面,其内在的局限是明显的. 当时运动的领导者陈家文在１９８６年撰文的时

候,也指出:“(五卅以后)一般学校学生、各青年团体和广大教会学校学生之间,
还不能在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共同目标下达到组织上的联合,这主要是长

期以来教会学校和非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未能消除,同时笼统的反基督教、非基

督教的口号使一般的教会学生尤其教徒产生恶感而不易接受,这自然对广州反

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深入发展不利.”①非基运动自身这种内在的局限必定

会在某个时期使它进行适当调整和重新定位.
从运动的外部因素来说,第二阶段的运动亦是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其初期

或者说是国民党员)影响的.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非基运动在其初期因其可用性

(吸引了大批民众,矛头指向列强),而受到共产党与一些国民党人的重视,他们

除了对运动进行支持与鼓励,对运动也在进行积极引导和控制. 也就是说,这一

时期的运动并不是自由发展的,是受到国民革命的发起者左右的. 国民革命的

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国民革命发起者也必然要使运动与国民革命

的目标协调起来. 这是外部力量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对非基运动进行改造.
这个重新定位与来自外部力量的改造不是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刚刚重新兴起

①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４８)»,第

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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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就能够进行的. 虽然重新定位是必然的,但是必须要等到运动的内在矛

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引起运动自身参与者与外在引导者注意的时候才会提

上议事日程. 等到这种重新定位与改造结束之后,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毫无疑

问得到了尊重,因为运动回避了基督教的信仰,而保留了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这

对于国民党最终给予非基运动以确认和支持是有利的.
这个重新定位和改造是何时进行的呢? 廖仲恺早在１９２４年就已经指出,对

于非基运动应该主要从政治立场上进行反对,而不是批评它的教义(即信仰).

１９２４年１２月的广州反基督教运动中,廖仲恺指出:“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

立场去反对的. 因为他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佛

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他了. 若说到牠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

到世界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①廖仲恺的观点表明国民党人早在运动初期已

经认识非基运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据广州非基运动领袖陈家

文的记述,“１９２５年底开始,广州团组织及新学生社就着力纠正过去斗争策略上

的偏激,改变反基督教的口号为反文化侵略,使广大青年群众认识明确我们现在

反对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种方式———文化侵略,所以

我们要使教会学生明白这一点,一齐站在反基督教面前,才能有成效”②. 仔细

考察从１９２５年下半年到１９２６年的广州报纸在这段时间内“反基督教”与“反文

化侵略”词汇使用的情况③,即可发现,从１９２６年三四月间起,“反文化侵略”开

始大量在报端出现,原有的“反基督教”词汇则销声匿迹,这标志着非基运动已经

完成了它的重新定位.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经过重新定位与改造的非基运动实际上与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年的运动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反对基督教,但是前者是隶属于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④,而后者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
非基运动的这种重新定位,固然是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起主导作用,

但亦不能不和国民党二大的对非基运动的要求联系起来. １９２６年１月的国民

①

②

③

④

招观海:«国民政府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２卷７期(１９２７年６月),第２４页. 转引自叶仁昌:
«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

１５０~１５１页.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４８)»,第

１１２页.
以当时广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广州民国日报»为样本,该报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在非基运动

中刊登了大量新闻报道.
参见赵秀丽:«早期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４２

页. 不过赵没有将非基运动划分时期,她认为两种性质在非基运动整个发展阶段是兼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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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二大«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明确要求:“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

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

离.”①把运动定义为站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的非基运动,未尝不是对国民党内

持保留意见领袖的一种尊重,亦未尝不是国民党对运动的一种有条件的支

持———只有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上的反基督教运动才能得到国民党的支持. 非

基运动的重新定位,首先是运动自身的自我调适,但也正反映了国民党对运动的

规范与引导.
不过,虽然运动经过了重新定义,但是原有的模糊认识仍然在一部分地区、

民众之中继续遗留并发生作用(如名称仍为“反基督教运动”). 民众的情绪化和

情境化使得运动发展出现超越应有界限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原有的

反对一派对此亦不愿求全责备,对于以反帝为号召的运动也不便予以公开谴

责.② 不过这已经是运动的支流,不能影响对全局的评价.

五、从支持到限制:国民党反基督教立场的收缩

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誓师之后,北伐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在湘鄂战场接连取

得胜利,７月１２日,进占长沙,１０月１０日攻克武昌. 不到半年的时间,国民革命

军就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 １１月８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

了“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１２月７日,国民党中央通

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 １３日,已经达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和国民政府委员决议成立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各地反帝运动迅速高涨,非基运动亦随之出现新一波

浪潮. 各地教会频频受到冲击,教堂被占,教徒受到攻击,外籍传教士纷纷撤离

内地,教会学校相继发生学潮,乃至于停办. 但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于非基

运动已经逐渐改变了昔日赞成和支持的立场.

１９２７年１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在民众支持下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但是对于民众运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忧虑. １９２７年１月８
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发布«关于设立汉

口英租界临时管委会管理市政通电»,要求各地:“各省英人所设教会学校,依教

育独立之原则,自当即谋收回,而在政府未定办法以前,实不宜有直接行动.”并

①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２~
１３３页.

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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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至于各省英人之生命财产,均在政府保护之列,地方当局亦应妥为保

护. 盖吾所反对者,为整个的帝国主义,而非修怨于私人.”①这个通电比较明显

地体现了正在逐步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当时无法控制的民众运

动局面的忧虑,希望把包括非基运动在内的反帝运动纳入掌控的愿望溢于言表.
剧烈发展的非基运动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国民党固然

可以通过推动非基运动发动民众,扩大对自身的支持,使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但

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立场上的反基督教运动毕竟还是不容易在宣传中向民众阐

明的———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即是,在运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民众很可能按照自

己的理解来进行非基运动,国民党因此将很可能面临着无法控制局面的风险.

１月１１日,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派遣的参赞欧玛利抵达武汉,与国民政府

谈判处理汉口、九江事件. 同日,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广东外交部以

及汕头、长沙等地交涉员,要求当双方谈判交涉之际,各地须切实保护外侨生命

财产,其中更明确要求不要攻击各国教会,“以免引起各国反感,致碍外交前

途”②. 次日,陈友仁致电各省,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对我政府保护侨民生命财

产之设施,极为重视,不能稍有疏虞,致贻口实引起纠纷”,要求各地“对于外人生

命财产,务须绝对周密慎重保护,不得有丝毫损害,并积极劝告民众,在此时间,
毋再发生反教运动. 如有逾轨行动,应即严行制止,免碍外交进行,而误革命前

途”③. 这两个电文明确表示要在对外交涉期间限制反教运动,从其限制理由

看,这个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已经预示国民党在未来对非基运动的政策. 非基运

动的蓬勃发展不仅容易脱离国民党的控制,而且更容易造成对外交的不利影响.
国民党、国民政府此时更希望看到的是秩序与稳定,非基运动不再是革命的助

力,而成为“革命前途”的妨碍.
国民党逐渐放弃对非基运动的支持,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国民党对资本主义

民主自由的信仰和尊重也不是不需要考虑的. “信教自由”的条款明确载在国民

党亲手制定的«临时约法»,即便在将非基运动定义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之上,它也

仍然可能面临违背信仰的指责与中国基督徒的疑虑. 正如韦慕庭所言,“对基督

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徒中的名声”④.
不过由于民众运动此时发展如火如荼,国民政府基于争取民众支持的考虑

①

②

③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第１６１３~１６１４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第１６１４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４辑,第１６１５页.
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１９２３~１９２８)»,[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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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便公开限制,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一方面尽力加强对外侨(含教会、教徒)生

命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对民众加强宣传说服,而放弃强行禁止的做法. １９２７
年４月２０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会间讨论

了如何对待教会要求保护教产的问题,徐谦表示:“他们愿借就借,不愿借不能勉

强. 若是强迫他们借,于我们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政策很是冲突.”陈友仁说:
“现在正是反基督教,还□□□的当儿,结果□保护教会的政策接榜出来,不大妥

当,最好是定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免却许多麻烦.”会议最终决议:“在国民政府

统治区域之内,外人所办学校校舍、教堂及其他房屋,如愿租借者,悉听自由;其

不愿租借者,均在受国民政府保护私人财产法令保护之下,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

据.”①这个决议反映了武汉国民政府复杂的心态,既不便公开阻止正在进行中

的反基督教运动,又不愿意影响政府外交的顺利进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虽然共产党在非基运动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国民党却并不是在与盟友决裂以后才放弃对非基运动的支持的;第二,国民党放

弃反基督教的原因是多重的.

六、国民党非基运动政策中的共产党因素

由于共产党在当时帮助国民党组织地方党部,甚至象湖北这样的省份,省党

部全部被共产党员充斥,政策由共产党员制定,行动由共产党员实施. 而国民党

中央的情况,与地方也并不是非常悬殊,国民党二大的全部代表中,竟然有３/５
来自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亦占据不少重要席位.② 如果因

此而得出结论,当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发出的反基督教言论及行动并非纯粹

的国民党的立场,也是很自然的. 叶仁昌亦指出:“国民党在反教运动中的角色

与立场并不容易厘清. 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合作下很难辨认什么是共产党的

行径、什么又是国民党的作为. 许多学者似乎暗示,国民党与反教原本是毫不相

干的,是受了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影响才参与反教.”③

在１９２８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刊登的来自各地教会的报告中,多处

亦明确得出结论,攻击基督教的是中国共产党. 如浙江地区的报告指出:“中华

①

②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

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７２~１０７３页.
参见李友仁、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１８９４~１９４９)»,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２~６５

页.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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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去年之环境,可云处压迫之境地,受侮辱之待遇,而为一遭试练之时期也.
而施以压迫加以侮辱者,非专横之帝制,非蛮暴之军阀,而为尊重忠实基督徒革

命大元首孙总理手制党纲之党军、党人、党政府. 当时百思而不得其故,而今日

则甚明了其为共产党从中作祟.”①而“及至宁汉一致清党,共产失败,以前炙手

可热之非教高潮,于焉渐息,教会亦渐趋于平坦之途矣”②似乎更证实了反教系

由于共产党“煽动”的猜测.
确实,在共产党因素消失以后非基运动归于平息这个事实很容易让我们得

出国民党在非基运动中实属“无辜”这一结论. 本文前此对国民党与非基运动关

系的考察,相信足以让我们否定这个轻易可以得出的结论. 如果我们继续考察

１９２７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各地党部继续发生的反教行动,更不难得出结论:
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地方党部出台反基督教政策,固然有共产党从旁鼓动的原

因,更有其自身内在的因素.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明确写入党

的宣言之中,并以之为行动的纲领. 这是国民党在１９２７年以后也没有否认的.
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就能够很自然地理解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党部甚至包括中

央党部为什么在“清共”以后仍然坚持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了.
叶仁昌亦指出:“如果要说国民党的反教是受了共产党影响,还不如说国民

党与共产党的反教,都是受了当时反帝的革命热情所影响.”“事实上,反教是出

于反帝,与神学及教义毫不相干. 􀆺􀆺反教者是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外侵的社会

暨政治实体,并不管它主张的是有神抑无神. 反教是中国革命热情下之排外主

义的一部分. 当时浓烈的国家主义信念几乎遮掩或泯灭了神学及教义上的

区别.”③

齐鲁大学是华北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１９２９年,它面临着与北伐过程中

其他教会学校几乎一样的混乱局面,那就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因为学生希望

像他们那些华南、华中的同学一样打击基督教的“文化侵略”,而国民党山东省党

部则暗中支持、鼓动这个反对校方的运动. «齐鲁大学»一书的作者写道:“学校

在１９２９年秋季开学时,还看不出任何有麻烦的迹象. 教师们并不知道一些学会

了共产党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国民党激进分子,已经制定了周密计划,准备在全国

各地让教会学校难堪,如果可能,就接收这些学校. 后来发现,在济南的国民党

山东省委员会,或者叫省党部,下面有一个宣传部已经组织了十多个齐鲁大学的

①

②

③

倪良品:«浙江教会现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１０)»,１９２８年.
«编辑者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１０)»,１９２８年.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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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指点他们采取不同的步骤,制造麻烦.”①作者在描述了齐鲁大学在１１月

份所经历的罢课以后,接着指责道,山东省党部宣传部为年底的圣诞节“策划”了

新的进攻,“它给它的学生组织发布命令,要他们在圣诞节猛烈攻击基督教”. 作

者引述了后来发现的宣传部的有关文件:“本月２５日,是基督教徒们庆祝的圣诞

节,他们将要举行麻醉群众的庆祝会. 为了反对这种麻醉,宣传部准备了口号,
发动一次反基督教运动.”②显然,这个文件为证实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插手和支

持齐鲁学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证实国民党在经历了“清共”之后,

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放弃了反对基督教的活动. 而这新一波的反基督

教运动,足以表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期间的反教并不完全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

结果. 如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指导青年会办法

提案”中,明确指出:“查各地青年会之组织,全属我国民众集团,而其性质则是以

宗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 按其近来,常以似是而非之宗教理论,曲解或附会

我总理遗教,更其明证.”③１９３１年２月,该部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

中,再度指出:“(基督教团体)在过去每藉宗教宣传为文化之侵略,为患甚巨,虽

信教自由本党所许,然应由党部予以适当之指导,政府予以切实之监督,运用其

宣传本党党义而纠正其谬误,并严防其文化侵略.”④对于基督教会实行“文化侵

略”的谴责依然没有变化.
再如１９２８年２月６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私立学校条

例»,条例规定:“凡私人或团体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 外国人及教会设立之

学校均属之. 􀆺􀆺私立学校校长,须以中国人充任. 􀆺􀆺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

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

生参加.”⑤对照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对于教会

学校的限制并没有因为“清共”而有丝毫放松,这对于国民党有自己的反教出发

点非常有说服力. １９２９年２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 «私立学校规程草

案»,其中规定:“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

得以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 在小

①

②

③

④

⑤

[美]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５页.
[美]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第１６８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２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文化),第１０２９页.
«大学院宣布关于私立学校两条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４卷１期(１９２８年３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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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①这个规定无论是与１９２６年广州国民政府的规程,还

是与１９２８年的«私立学校条例»相比,严格程度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丝毫没有

松动的迹象.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国民党自有自己的

反教立场.
教会方面也指出:“近几年来反对基督教的声浪很高,大家都以为基督教是

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资本主义的走狗,仿佛这种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依为命

的基督教与新中国势不两立,与国民党尤无妥协的余地,国民党的党员,因此对

于基督教由怀疑而攻击的,差不多到处都有. 􀆺􀆺清党以后,表面上政治部虽没

有贴出反教的标语,但骨子里面依旧有非教的心理,比方党部占据教会,即是他

们反对教会的表现.”②

凡此种种,均足以证实,国民党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支持、鼓励立场,一方面固

然是由于盟友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其从自身政治信仰出发而作出的

必然抉择. 在这些决定国民党支持非基运动的自身因素之中,国民党自身的政

治纲领———孙中山１９２４年确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①

②

«教部公布私立学校规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５卷３期(１９２９年９月),第８３页.
徐庆誉:«我对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管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４卷１期(１９２８年３

月),第２３页.


